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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到韦伯：
论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双重内在勾连

摘要：本文旨在论证卢卡奇在阐释“物化”概念时，从马克思到韦伯这一逻辑理路的合法性；亦即论证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双重内在勾连。在论述“物化”现象时，卢卡奇在表层逻辑中从援引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转而到了援引韦伯的“合理化”思想；这看似拼接了二者，实则不尽然。我将以双重内在勾连论证此逻辑理路的合法进路：第一重内在勾连的第一重向度，将论证马克思论域中的“竞争原理”可以作为历史性动力，合逻辑地推论出韦伯思想构境中作为既定前提的合理化；第二重向度则是在卢卡奇论现代劳动过程的深层逻辑中，从三个维度勾连马克思与韦伯。第二重内在勾连则旨在论证“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和现实表现，与内在于“物的统治”之中的合理化机制及其外部表现的相似性。至此，我将引出对卢卡奇的复杂思想与“物化”概念的内在张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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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rx to Weber:
[bookmark: _GoBack]To Discuss the Double Internal Connection in the "Reification" of Lukacs

Abstract: This passage is aimed at proving the legality of logical approach from Karl Marx to Max Weber when György Lukács is discussing the concept of “reification”. That is, this passage also proves the double internal connection in György Lukács’s concept of “reification”. When discussing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reification”, Lukács first quotes the idea of “commodity fetishism” from Karl Max, in the surface logic, and then turns to quoting Weber’s idea of “rationalization”. The idea seems to connect both the two theorists’ idea, but it is not so simple as it seems. This passage will use double internal connection to prove the legality of this logic approach. The first dimension of the first internal connection, is trying to prove that according to Marx’s theory, “competitive principle” can act as historical motivation, logically deduce to the idea of rationalization, which acts as the prerequisite in Max Weber’s theory; in the second dimension of the first internal connection, György Lukács connects Karl Marx with Max Weber in three dimension, when he discusses about the deep logic of modern labor process. The second internal connection aims to prov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inner mechanism and fact of the “rule of abstract”, and the rational mechanism and fact in the “rule of things”. So far, this passage will lea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György Lukács’ complicated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reification”.
Key words: Reification, Marx, Weber, Rationalization, Competition, Modern labor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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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抽象（abstraction）……我们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机械化（mechanization）。”[footnoteRef:1] [1:  奥斯卡·施莱默：包豪斯舞台，周诗岩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2页。] 

——奥斯卡·施莱默
[bookmark: _Toc480479558]一、引言
卢卡奇在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Ⅰ部分“物化现象”的第1节中，首先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出发，进而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footnoteRef:2]概念，以期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然而，其理论根据从马克思转向韦伯，这是否具有合法性呢？这并不是卢卡奇思想中，一个可以无须考察的、自明的理论前提。本文就旨在考察卢卡奇从马克思到韦伯的这一论述理路，并阐明后二者的思想在卢卡奇“物化”概念中的双重内在勾连，进而呈现“物化”概念的内在张力。 [2:  “合理化”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思想的核心概念。德文原著为“Rationalisierung”（例如，参见：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201，53.）韦伯在他的这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直接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他在书中将合理化视作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之下的必然产物，但是他在之后的著作中只是将其视为一个既定前提，始终没有阐明合理化产生的原因与机制，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论证的一个重点。英译为“rationalization”（例如，参见：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正是在《经济与社会》这部大部头著作中，韦伯将合理化视作一个既定前提，分析了不同社会各个领域——诸如宗教、法律、经济、政治等——的合理化现象，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特性与必然性）。中译为“理性化”或“合理化”，本文采“合理化”，引文除外。] 

就国内学者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而言：或者将其置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部，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视域中，考察卢卡奇与马克思或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关联；或者将其置于欧洲哲学的发展以至整个西方社会思潮的背景中，阐述其（前后期）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具体到国内学者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研究而言：一方面更加突出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联性，确切地说，正如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直接使用“‘Western’ Marxism”[footnoteRef:3]（“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来定义那些起源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理论潮流一样，这些研究借助对“物化”概念的探讨来揭示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强调卢卡奇的起源性意义；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物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也就是说，把“物化”概念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种方法论，借以来揭示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物化现象，包括借以开展对现代性的批判。 [3: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lated by Joseph Bie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0.] 

总之，他们的研究还未完全发掘出“物化”概念的内在张力；而对“物化”概念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式的历史性解读的研究，则难免预设这一概念扁平的明晰性，结果反而成了对“物化”概念最精微之处的模糊理解的真实倒映。
张一兵发掘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在张力：“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构境中发生了一个无意识的逻辑越轨式构序与非法的理论拼合塑形。这就是青年卢卡奇从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表层援引，突然转向完全异质的韦伯的事物化逻辑。”为什么说“完全异质”呢？张一兵更具体地论述道：“韦伯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指认为‘价值合理性’之后，将颠倒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直接指认为祛魅化——Versachlichung(事物化)之后的真正中立的社会事物(Sache)；青年卢卡奇却再次颠倒老师韦伯的资产阶级立场，反将事物化(世俗化) 否定性地贬斥为Verdinglichung(物化)，并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拜物教构境中的支持。”[footnoteRef:4] [4:  张一兵. 事物化与物化:从韦伯到青年卢卡奇[J]. 现代哲学，2015，(01)：1-6.] 

也就是说，张一兵是通过揭示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在矛盾——从马克思到韦伯这一逻辑理路的非法性（即非法链接）——来呈现“物化”概念的内在张力的，即“表面语义构境上的马克思意义上商品交换结构(生产关系)之上的‘事物化’与深层批判构境中与韦伯意义上生产过程(技术)对象化的无意识链接，以建构出他自己思想构境中的物化批判理论。”[footnoteRef:5] [5:  同上。] 

张一兵认为卢卡奇“非法链接”了马克思和韦伯，这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对“物化”概念的分析将是多维度的，在其他维度上，我将论证：从马克思到韦伯的逻辑理路，在卢卡奇的文本中是合法的；确切地说，我将论证：从马克思到韦伯的逻辑理路恰好呈现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双重内在勾连。
为此，我将首先阐明韦伯“合理化”概念的主要内涵，因其不仅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概念，还是卢卡奇借来使用并引出其“物化”概念之内在张力，且构成其理论问题域的关键概念，我把这些内涵抽象为两重向度：形式合理化与“物的统治”；接着，我将在“现代劳动过程”的论域中，从两个向度阐明“物化”概念的第一重内在勾连：一是马克思论域中的竞争原理可以作为历史性动力，合逻辑地推论至韦伯思想构境中作为既定前提的合理化，二是从卢卡奇论现代劳动过程的三个维度——合理机械化、合理客体化、合理系统化——出发，在深层逻辑中勾连马克思和韦伯；最后，通过阐明马克思所谓的“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和现实表现，与内在于韦伯所谓的“物的统治”之中的合理化机制及其外部表现的家族相似性，论证“物化”概念的第二重内在勾连。

[bookmark: _Toc480479559]二、韦伯“合理化”内涵的两重向度
韦伯在对社会各领域的分析中将“合理化”二分为“形式合理化”与“实质合理化”。所谓实质，表现为某种目的，是指某种可以客体化之物；形式则是某种手段，是指抽去了内容的一般化。确切的说，“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本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footnoteRef:6] 在这一意义上，韦伯又被视为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因其“并非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相承的辩证调解，而是坚持悖论。”[footnoteRef:7] [6: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商务印书馆，2016年，221页。这里区分的是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而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对对立范畴与康德对目的—手段的二分有较强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事实上，这两对对立范畴处于韦伯问题域中的不同位置（参见：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李猛主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47页）。而有的研究会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溯源至“工具理性”，或者强调二者的相关性；本文则旨在揭示“物化”概念与“形式合理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  [7:  施路赫特：《韦伯的研究纲领》，苏国勋、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Ⅰ：社会理论的开端与终结》，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366页。] 

进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形式合理化，并借之发掘出合理化的两重主要内涵：形式主义（包括一般化）与可计算性[footnoteRef:8]（包括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以及“物的统治”——这正是卢卡奇加以使用并借以勾连马克思的思想根源。此外，尽管形式合理化与实质合理化可以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区分，但韦伯承认，它们在现实中是相互交织的；不过这种错杂交织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形式合理化“高歌猛进”而实质合理化“裹足不前”以至“每况愈下”，这是合理化自身内部的张力，亦是韦伯矛盾思想和悲观主义的根源。 [8:  关于可计算性，韦伯给过一个较为清晰的说明：“日益智化与理性化并不表明，对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有了更多的一般性知识。倒是意味着，就是说，知道或者相信：只要想知道什么，随时都可以知道，原则上没有从中作梗的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原则上说，可以借助计算支配万物。”（韦伯：伦理之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王容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5页。）] 

[bookmark: _Toc480396603][bookmark: _Toc480453087]
[bookmark: _Toc480479560]1.第一重向度：两个一般规定性——形式主义与可计算性
[bookmark: _Toc480479561]接下来，我将具体到社会各领域之中，进一步阐明韦伯如何具体地论述实质合理化与形式合理化，尤要注意的是韦伯对形式合理化的分析，因为正是在对形式合理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合理化的两个一般规定性——形式主义（包括一般化）与可计算性[footnoteRef:9]（包括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 [9:  关于可计算性，韦伯给过一个较为清晰的说明：“日益智化与理性化并不表明，对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有了更多的一般性知识。倒是意味着，就是说，知道或者相信：只要想知道什么，随时都可以知道，原则上没有从中作梗的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原则上说，可以借助计算支配万物。”（韦伯：伦理之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王容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5页。）] 

[bookmark: _Toc480479562]1.1经济领域： 
韦伯指出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合理化意味着“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计算的程度”，而一种经济行为的实质合理化则“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的程度。”[footnoteRef:10] [10:  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远荣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06-107页。] 

所谓经济行为的实质合理化是指，对一个经济行为结果的衡量，即使是形式合理性的（即可计算的），但凡提出了诸如政治的、伦理的或者其他要求，就要以这些具体的要求来衡量其经济行为的结果，并且这种衡量是“价值合乎理性或者在实质上的目的合乎理性的”。[footnoteRef:11] [11:  同上，107页。] 

与之相对，关于经济行为的形式合理化，则有两点值得注意。(1)如何衡量一个经济行为是形式上合理的呢？——通过考察其“预防措施”，亦即“可预测性”；韦伯认为，如果一个经济行为的预防措施可以用数字、用计算来加以考虑，那么这种经济行为就是形式合理性的。(2)这种可预测性所反映的合理化程度还有赖于对它进行计算的技术的形式：“有的是实物的估计，有的是货币的估计”；毫无疑问，货币形式的计算技术是形式合理化程度最高的，“即货币形式表现着这种形式上的可计算性的最大限度。”[footnoteRef:12]值得注意的是，等价物是经济行为计算中的中介、也就是核心，等价物的不断进化就是形式合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商品形式成为社会各领域的支配形式、商品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范畴之后，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计算体系被全面地建立起来了，于是一切都可以被货币计算，一切都被一般化了。 [12:  同上，107页。] 

关于货币计算，一方面韦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从纯粹技术上看，货币是‘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也就是说，是经济行为取向的形式上最合理的手段。”[footnoteRef:13]而在完全合理的情况下，货币计算意味着一切经济行为的可量化；就是说，这些经济行为在时间、性质等上的差异都可以一般化为货币的量。然而另一方面，韦伯未能自觉地揭示，作为形式合理化程度最高的计算手段的货币计算，其一般化力量的根源与对人的必然统治；这一点只是在以后被韦伯在更宽广的视域中加以提出，而马克思却细致地对此作出了分析。 [13:  同上，107页。] 

[bookmark: _Toc480396604][bookmark: _Toc480453088]


[bookmark: _Toc480479563]1.2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的合理化中，韦伯主要考察了官僚制[footnoteRef:14]；再加限定地说，即是理性行政。 [14:  这里的官僚制还指存在于现代军队、教会、私人经营活动等之中的一种特定的合理化趋势与现象。（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上下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1560-1561页。）] 

韦伯清楚地区分了一个囿于传统家产官僚制的实质合理性，以及一个现代科层官僚体制的形式合理性。“随着职能分工和理性化的演进，特别是随着文牍工作和权威层级的扩展，家产制官员可能会发展出一些官僚制特征。”[footnoteRef:15]然而，韦伯指出，传统家产官僚制与现代科层官僚制越是清晰地加以描述它们的纯粹类型，则它们的差异就越是明显。施路赫特指出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对最广范围之形式理性化上所具备的能力。”[footnoteRef:16]而前者的演化更多的是一种实质合理化。 [15: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1170页。]  [16:  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7页。] 

现代科层官僚制则几乎依循完全的形式合理化。主观来看，韦伯在分析作为人的因素的行政官僚时，指出促使行政官僚融入形式合理化趋势的要素有二：“物质上的报偿和社会性的荣誉”[footnoteRef:17]。另一方面，客观地说，“按照分工原则的专业官吏体制，是在历时五百年的发展中，逐渐出现的。”[footnoteRef:18]比如专业军官的产生源于战争技术发展的需要，专业法学家的出现归因于司法程序的日渐精密化等。“在财政、军事和司法这三个领域，专业官吏体已在较先进的国家中，取得了明确的胜利。”[footnoteRef:19]专业官吏的出现，意味着官吏阶层的崛起，这是现代科层官僚制形式合理化的必要前提。 [17: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03页。]  [18:  同上，214-215页。]  [19:  同上，215页。] 

然而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因为现代科层官僚制在发号施令的组织上，坚持官职阶层化的原则，所以官职阶层化原则必然要求全部行政官僚组成一个行政系统——一层领导一层，有着内部自洽的运行规律；系统化也就意味着形式主义。另一方面，现代科层官僚制在官吏的服从上，依不同功能设计职权分工，将官职与个人严格区分开来，以使客观公正的职务忠诚取代伦理规范的个人忠诚，进而官僚制所要求的专业官吏的分工就意味着一种规范性，就是说，分工的目的是发挥行政系统的功能，而“这个系统的功能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根据固定的普遍规范被理性预测，就像一个机械装置的预期性能。”[footnoteRef:20]这里所谓的被理性预测，也就是这种一般化规范下产生的可计算性。此外，在官员职务选拔标准的制定上产生的客观可验证的能力资格、标准化的选任制度，以及在绩效标准的制定上所依循的非人格的—普遍主义的标准，使行政系统内一切标准将是可量化、可计算的；这种可计算性的标准就同于在经济领域中的中介——即一般化了的货币，虽然标准不能用来交易，但同样可以用来进行一般化的衡量，也就是说，用来发挥形式主义与可计算性的形式合理化了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此一官僚体制亦奠基于‘可计算性’。”[footnoteRef:21]  [20: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下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1562页。]  [21:  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7页。正是这样，现代科层官僚组织的行政幕僚就表现为一种“精确的工具”及一种“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 

[bookmark: _Toc480396605][bookmark: _Toc480453089]
[bookmark: _Toc480479564]1.3法律领域： 
在对法律领域的合理化进行形式合理化与实质合理化的二分时，韦伯十分明显地强调了在时间维度上从实质合理化到形式合理化的过渡，或者说这一发展趋势；并且我们可以把这一趋势理解为合理化自身内部矛盾动态演化的一个过程。
这里尤要注意的是，韦伯指出法律的实质合理化曾被用于维护统治者权力的任意性，但是，这种实质合理化最终让位给了形式合理化，这要归因于资产阶级；甚至要说，资产阶级内在具有或产生了形式合理化的动力。这是韦伯没有自觉意识到的，这也正是从马克思可以推论至韦伯的一个重要向度。这一趋势的转换可以还原为这样的历史性过程：等级制度中的君主权力，具有着实质合理性，为了维护这种实质合理性，它们不能要求形式上的法律精确性；然而，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团体，法律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们需要的就是诉诸形式正义的法律，所以“资产阶级一般都会强烈关心一种理性的程序制度……以此消除过时的传统、消除任意性，仅仅以普遍的客观规范作为权利的来源。”[footnoteRef:22]法律程序不具有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意味着法律的形式非理性，而这种形式非理性，直接潜在地侵害着理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对于热衷于理性获利的资产阶级而言，系统的、明晰的、专门的法律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法律，他们理性获利的行为就不再具有保障，这与理性获利行为本身相悖。所以，资产阶级成了推动法律形式合理化的历史动力。 [22: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950页。] 

所以，法律领域的形式合理化是由资产阶级理性获利的本性所推动的。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领域，一方面，法律越来越系统化、程式化，也就是越来越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形式主义的法律意味着稳定，同时也就意味着可预测、可计算。[footnoteRef:23]对此，韦伯认为法律领域的形式合理化“适合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并为这一制度沿着理性轨道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footnoteRef:24] [23:   “有着理性法律的官僚制国家，那里的法官多多少少像是一台自动造句机……这就是说，它是一部其功能大体上是可以计算或者可以预期的机器。”（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下册），阎克文译，下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1563页。）]  [24: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商务印书馆，2016年，218页。] 

[bookmark: _Toc480396606][bookmark: _Toc480453090][bookmark: _Toc480479565]1.4宗教领域：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一书中，韦伯开篇即问：“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伴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是如何起源的？”[footnoteRef:25]对此，韦伯先给出了三个起源性条件：（1）生产技术手段的发展（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基于数学和精确理性试验的自然科学）；（2）一个可靠的法律体系（承前所述，即一个体系化、形式主义的、稳定可预测的法律体系）；（3）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政机关（承前所述，即现代科层官僚制）。[footnoteRef:26]但是韦伯的这三个条件还是静态的，且他最终又将这三个条件置于合理化之中，使得本应成为合理化前提的动力成为了合理化本身的表现。这一点要在马克思推论至韦伯时才能更清晰地加以阐明。 [2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4页。]  [26:  参见：同上,14-15页。] 

进而，韦伯又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最难理解的问题”，即“现代经济生活中的精神与禁欲主义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footnoteRef:27]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的研究中，是以“资本主义精神”为主题，进而探讨新教的伦理观（确切地说就是“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具体来说就是理性获利的本性）之间的相关性。然而，为了发掘出韦伯关于宗教领域的合理化及其二分的研究理路，我需要转置此一研究视角；确切地说，我将不再考察韦伯对这种相关性的细致论证，恰恰相反，我将把二者的相关性视为一个既定的、自明的前提，并且把这种相关性置于历史的维度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形式合理化是如何高歌猛进的。 [27:  韦伯：同上，17页。] 

这种相关性首先表现为实质合理化与形式合理化的错杂交织。就前者而言，一方面体现为追求某种带有宗教伦理色彩的目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把获利和赚钱视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并且这一点必须结合第一个方面（不然这种行为就不是实质合理化的行为，相反是非理性的享乐主义）。就后者而言，则是指持新教伦理观的资产阶级为了理性获利，必须要求一种“可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运作（以便）追求利益并且永久性地再生利益。”[footnoteRef:28] [28:  同上，7-8页。] 

然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相关性以及在这种相关性之中错杂交织的合理化，最终因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革命性”作用，使其内部关系发生了瓦解，具体来说就是形式合理化逐渐彻底地取代了实质合理化；于是，这种相关性被破坏了、解构了。若将这种相关性置入历史的维度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宗教根基的衰败，功利主义悄然地渗透了进来”；[footnoteRef:29]最后，资本主义理性获利的动机只是纯粹的功利性了。由此，韦伯把这种资本主义刻画为“一座铁的牢笼”[footnoteRef:30]，这就是韦伯的悲观主义；而对这座“铁的牢笼”的深入分析，已然超出了他在宗教领域中的论述，韦伯是在以后完成的，而我将在下一部分揭示这座“铁的牢笼”的深层原理——即“物的统治”。 [29:  同上，179页。]  [30:  同上，183页。] 


[bookmark: _Toc480396607][bookmark: _Toc480453091][bookmark: _Toc480479566]1.5小结：一个辨析
在阐明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的分析之后，我们必须就“资本主义合理化”这个命题加以更为细致的分析。首先，合理化可以二分为形式合理化与实质合理化；但是请注意，二者虽然可以明晰地区分开来，却又往往错杂交织在一起。其次，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并且这个演进过程在历史的维度中仍有一定迹象可循：由实质合理化与形式合理化的错杂交织逐渐发展为形式合理化的高歌猛进与实质合理化的裹足不前甚至每况愈下。所以，“资本主义合理化”是一个有着内在张力的动态演进的命题，及至现代资本主义，则是形式合理化成为了这种演进的主要趋势。
而形式合理化的主要内涵即是它的两个一般规定性：形式主义（包括一般化）与可计算性（包括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进而，我们须要加以辨析的是：卢卡奇借用的正是韦伯的形式合理化思想，而非实质合理化的思想。
具体来说：从宗教领域来看，韦伯已经指出，形式合理化逐渐取代实质合理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主要趋势；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维度。在法律领域内，韦伯业已阐明，资产阶级理性获利的本性就要求形式合理化、而非实质合理化，资产阶级甚至借前者来反抗等级制下的后者。而在经济领域中，或者说，在关乎资产阶级的根本性维度中，形式合理化的货币计算已是必然之趋势。即使是在政治领域中，其形式合理化的典型产物——现代科层官僚制，在去除了理性行政下的科层制原则的外壳之后，其实质内容仍可以自然地嫁接至经济领域，确切地说，是工厂大生产之中——这也是为什么韦伯在他的研究中，在论述了官僚制之后转而便直接论述起“物的统治”的原因。[footnoteRef:31] [31:  参见：Max Weber：Weber Political Writings，edited by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接下来，便让我们考察这种“物的统治”。

[bookmark: _Toc480479567]2.第二重向度：“物的统治”
“……物对人的支配，也就是手段对目的（满足需要）的支配。”[footnoteRef:32]——这是韦伯对“物的统治”[footnoteRef:33]的定义。 [32:  同上，84.]  [33:  一般而言，在韦伯的思想构境中，“the rule of”意为“支配”，因此我们甚至称其社会学为“支配社会学”；在这里我将之译为“统治”——为了让“物的统治”与“抽象统治”形成更为明显的对照关系，以期强调它们的内在相合性。不过无论是“支配”还是“统治”，其涵义在本文的语境中是一致的。 ] 


[bookmark: _Toc480396609][bookmark: _Toc480453093][bookmark: _Toc480479568]2.1“物的统治”的必要前提：
韦伯首先试图说明普遍官僚制的不可避免——工厂、大学和研究所、军队、国家行政机关统统出现官僚制，不同具体领域内的官僚制有着某种共性——最具体的共性就是科层制原则，更为一般的共性则是形式主义与可计算性。
而后韦伯在一一分析各具体领域的官僚制时，一般化地给出了官僚制的两个本质规定：分离、（经营）手段；具体来说就是：作为满足需要的目的本身的人，与某个领域之经营手段的分离。这种分离最典型地出现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中，即劳动者从经营手段中的分离，换言之，即“一切资本主义企业滋长之后都会造成的情况：‘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分离’。”[footnoteRef:34]对此，韦伯总结道：“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事实是：劳动者与物质的生产手段、毁灭手段、行政手段、学术研究手段以及总的来说与财政手段的‘分离’，乃是现代国家——就其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而言——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共同基础。”[footnoteRef:35]总之，这种目的（满足需要）与手段的分离，成为了手段对目的的支配的前提，也就是“物的统治”的必要前提。从此前提出发可以推论出：（1）“物的统治”的外部表现；（2）“物的统治”的内在机制，或者说，内在于“物的统治”之中的合理化机制。 [34: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60页。]  [35: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下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1562页。] 


[bookmark: _Toc480396610][bookmark: _Toc480453094][bookmark: _Toc480479569]2.2“物的统治”的外部表现：
“资本主义的兴起对韦伯来说当然代表了理性的发展，但是‘理性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发展和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是牢笼。”[footnoteRef:36]这座“铁笼”就是“物的统治”的外部表现。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最为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比喻：“这种秩序如今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条件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秩序机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那些与经济获利直接相关的人。或许，这种决定权会一直延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那一刻。在巴克斯特的观点中，对于身外财富的关注，只应如同是‘披在圣徒肩膀上的一件轻薄斗篷一样，随时可以弃之一旁’。但是命运却注定这个斗篷成为一座铁的牢笼。”[footnoteRef:37] [36: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主编：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洲、刘海霞、邢文增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174页。]  [3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83页。] 

一方面，韦伯试图强调随着宗教根基的历史性衰退，确切地说，是禁欲主义的日渐式微以及新教伦理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的退场，导致了功利主义对理性获利的趁机渗透——人们只是关注物质财富本身；这样物质财富本身却获得了一种力量，也就是说，手段获得了对人的支配性的力量，“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并且不断增强直至无法抗拒。”[footnoteRef:38]另一方面，禁欲主义新教伦理的历史性退场，却被机器的进场加以替代。韦伯在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关性之后，认为是禁欲主义改造了现世；然而，资本主义已经从禁欲主义新教伦理那里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并且竞争原则使得资产阶级不断扩大，逐步彻底地形式合理化，以至于资本主义不再需要禁欲主义新教伦理的支持，因为它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根基——机器。 [38:  同上，183页。] 

总之，这座铁笼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强制力”——物质财富脱离了宗教伦理的意义，其本身作为一种手段直接获得了支配性力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机器与人的对立，表现为作为手段的机器对人的支配。

[bookmark: _Toc480396611][bookmark: _Toc480453095][bookmark: _Toc480479570]2.3“物的统治”的内在机制：
内在于“物的统治”之中的合理化机制包括如下要素：形式合理化，合理化分工、竞争原则与合理机械化。
[bookmark: _Toc480396612][bookmark: _Toc480453096][bookmark: _Toc480479571]2.3.1形式合理化：
承前所述，形式合理化包含两个一般规定性，即形式主义（包括一般化）与可计算性 （包括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形式合理化在“物的统治”的内在机制中是一种一般发生机制，相比之下，其他三个要素则为具体的现实运作方式。也就是说，形式合理化贯穿于它们之中，作为它们共有的基底而存在。
[bookmark: _Toc480396613][bookmark: _Toc480453097][bookmark: _Toc480479572]2.3.2合理化分工：
在禁欲主义新教伦理还与资本主义精神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相关性时，“在路德看来那种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阶级分化和职业分工，是圣意的直接结果……（清教徒）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劳动分工的效果才能辨析神意之所在。”[footnoteRef:39]现在，禁欲主义新教伦理的历史性退场已经使这种“天职”观下的劳动分工论显得“不合时宜”了。尽管强调天职给现代劳动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伦理依据，但是实质合理化被形式合理化逐步彻底地取代，使一切伦理色彩都黯淡无光了。 [39:  同上，162页。] 

分工必然朝着形式合理化的趋势发展，分工将越来越形式主义，直到使一般化了的工人的质的差异越来越小甚至消除，而他们在量上却又等同起来。同时，出于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在要求，分工会越来越专门化，这就导致工人越来越无法掌握他们的生产资料，尤其无法掌握是他们的生产产品；与这种局部的专门化相伴随的是，他们越来越彻底地从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中被分离出去，并为掌握这些手段的理性组织所支配，也就是受“物的统治”。
[bookmark: _Toc480396614][bookmark: _Toc480453098][bookmark: _Toc480479573]2.3.3竞争原则：
首先，“近代的工业经营是基于激烈的淘汰过程的”，就是说，“是基于淘汰原理的”[footnoteRef:40]；激烈的淘汰发生在工人之中，工人为了不被淘汰，只有服从纪律，服从官僚制的支配，也就是服从手段的支配，受物的统治。接着就是利润（物质财富）原则，“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增大利润，必定要用新机器来减少劳动力，解雇工人，特别是那些领取高工资的工人。这样就得不断用非熟练工人或直接从事机械操作的‘见习工人’取代熟练工人。这是不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过程”。[footnoteRef:41]现在，“一个人只要介入到市场关系的系统中来，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遵守资本主义的行为准则……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经济生活，它通过经济领域的适者生存过程，教育和挑选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footnoteRef:42] [40:  Max Weber：Weber Political Writings，edited by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83-284.]  [41:  同上，284.]  [42: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9-50页。] 

激烈竞争与追求利润显然促进了形式合理化与机械化。对于前者而言，淘汰原则和利润原则必须依赖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才能发生作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又能不断促进可计算性的发展；同时用非熟练工人或见习工人取代熟练工人，就是要不断地一般化工人，消除工人质的差异，并使他们在量上等同。对于后者而言，则是因为工业经营总是希望用机器取代工人，获取更多的利润。这样，竞争原则至少就在一般性的程度上造成了“物的统治”。
此外，更加具体地来看，竞争原则和追求利润的原则都使工人和他们的生产资料与生产产品越来越远离，因为资本家只有牢牢掌握了这些手段，才能在自己所面临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去并且取得更多的利润。竞争所必然导致的经营手段的集中与工人和这些手段的分离，逐步加剧了工人受手段支配的程度，也就是不断强化“物的统治”。
[bookmark: _Toc480396615][bookmark: _Toc480453099][bookmark: _Toc480479574]2.3.4合理机械化：
“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footnoteRef:43]承前所述，竞争原则和利润原则必然导致机械化。机械化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手段的自身强化，在工人与生产手段不断分离的过程中，生产手段越是不断强化自身，就与工人越对立，也就具有越强大的支配力量。 [4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59页。] 


[bookmark: _Toc480396616][bookmark: _Toc480453100][bookmark: _Toc480479575]2.4小结：
显然，当分析了合理化的二分，且阐明形式合理化的两个一般规定性并将之置入对合理化第二重内涵的分析后，不难看出形式合理化和“物的统治”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至少说明了卢卡奇借用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作为理论工具在某种程度上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还不充分，甚至说，卢卡奇从援引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到援引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这一逻辑理路的内在勾连，还处于一片复杂的模糊性之中。现在，我将细致考察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卢卡奇本人的思想有时是含混复杂的，但是这恰好使我们有机会呈现其逻辑理路之下的“物化”概念的内在张力与勾连。

[bookmark: _Toc480479576]三、现代劳动过程：作为纽带的第一重内在勾连
“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footnoteRef:44] [4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54页。] 

——卢卡奇
这是卢卡奇在论述物化现象时第一次使用“合理化”这一概念。对于卢卡奇而言，他是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出发，阐明商品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形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商品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并由之产生的物化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暗示了卢卡奇将在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上论述物化现象；进而卢卡奇转向了对现代劳动过程[footnoteRef:45]的论述。正是在对现代劳动过程的论述中，卢卡奇引入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 [45:  这是卢卡奇的提法，是指抽象人类劳动的形式相同性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现实原则的那种劳动过程（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53-154页）。卢卡奇在此后的文本中则主要使用“劳动过程”这一概念：它有时是指“现代劳动过程”；有时又指一般意义上的甚至经验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但即使在这一意义的使用上，“劳动过程”也包含了“现代劳动过程”的内涵。为了使论证更加清晰，在本文中则严格使用“现代劳动过程”这一概念来指称卢卡奇在论述物化现象时所要表达的内涵（引文除外）。至于马克思所谓的“劳动过程”，则经过了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不同时期；这些时期不能归为简单的线性相连，因为有时它们在时间上是并存的。所以我们无法用“现代劳动过程”在时间意义上——也就是在作为某个时期的“现代”这一意义上——来对应马克思论述的某一时期的“劳动过程”（马克思本人也未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过“现代劳动过程”概念）。因此，“劳动过程”在本文中严格地指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所使用的内涵（引文除外）。不过请注意，马克思在论述“劳动过程”尤其是在论述“机器大工业”时，同样表达出了这一时期的“劳动过程”与卢卡奇所谓的“现代劳动过程”在本质上同一的内涵（这正是卢卡奇援引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出发点与理论根据）。] 

具体来看，“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footnoteRef:46]中所阐明的；转而卢卡奇便借用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并指出劳动过程中的合理化的增加，即意味着“工人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 [46: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 

卢卡奇进而对这一段话前后两个部分分别进行了补充阐述：“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的专门职能。”[footnoteRef:47]——这是对第一段话的第一部分的补充阐述；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后，工人同机器完全对立的精要总结。[footnoteRef:48]“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之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劳动过程的机械化与合理化在这里分别确切地是指：合理化第二重内涵“物的统治”的第3个现实运作方式，与合理化第一重内涵“形式主义的两个一般规定性”中的可计算性（包括可预期性与可操作性）。就后者而言，卢卡奇将其建基于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上，这至少说明了他在细节论证处是有意勾连二者。 [4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54页。]  [4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497页。在这里，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 

然而尤要强调的是，对于韦伯而言，劳动过程中的合理化是一个既定前提，除非我们能从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论述中推论出这一理论前提，否则卢卡奇就像韦伯一样，是先预设了合理化的必然存在；如此，卢卡奇对马克思思想的援引就只是拼接在合理化之上的。而在劳动过程中从马克思推论出韦伯的合理化，关键在于竞争。为此，我将基于竞争的视域，考察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论述。

[bookmark: _Toc480479577]1.马克思论“劳动过程”——基于《资本论》与竞争的维度[footnoteRef:49] [49:  卢卡奇在论述物化现象时，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所以说，基于《资本论》的维度是最能切中卢卡奇的论述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对“劳动过程”的阐述始于对“（简单）协作”的分析，进而是分析“分工与工场手工业”，最后则是“机器和大工业”。其中，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而其更发展的形式则见于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之中。对此，我将基于《资本论》与竞争的维度，从中分析出协作的三个一般规定性、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两个特殊规定性与机器大工业的四个具体规定性；而后将它们作为概念工具，进而在深层逻辑中论证从马克思到韦伯这一逻辑理路的合法性。

[bookmark: _Toc480396619][bookmark: _Toc480453103][bookmark: _Toc480479578]1.1（简单）协作：
马克思对“协作”的定义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footnoteRef:50]关于简单协作，可分析出三点一般规定性：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78页。] 

[bookmark: _Toc480396620][bookmark: _Toc480453104][bookmark: _Toc480479579]1.1.1一般规定性1：量的规定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定义首先便是对量的规定。“资本主义生产实际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开始的。”[footnoteRef:51] [51:  同上，374页。]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起初就表现为量的规定；并且，平均量作为不同个别量的平均数而存在，就是说，“对象化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footnoteRef:52]于是一切都一般化了，这为竞争奠定了可计算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量的规定引发了劳动过程中的物质条件上的革命；因为同时使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尽管劳动的方式没有改变，但是生产资料成为劳动过程中工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于是单个商品的价值降低了，资本家竞争的优势就得以产生了。尤为重要的是，促使竞争的“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这种性质。”[footnoteRef:53] [52:  同上，375页。]  [53:  同上，377页。] 

这就引出了余下两点。
[bookmark: _Toc480396621][bookmark: _Toc480453105][bookmark: _Toc480479580]1.1.2一般规定性2：资本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
一方面，协作工人的规模取决于资本家能用来雇佣工人的资本量，承前所述，在协作时期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竞争，于是出于竞争，“大量的生产资料就集聚在单个资本家的手中，这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取决于这种集聚的程度。[footnoteRef:54]资本越是集聚，协作范围越是宽广，竞争的优势就越是突出。于是在这种出于竞争的资本积聚中，工人不得不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进而，随着协作范围达到一定程度，“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也就是实际的生产条件。”[footnoteRef:55]这最终导致了作为协作的工人，成了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footnoteRef:56] [54:  参见：同上，383页。]  [55:  参见：同上，384页。]  [56:  同上，387页。] 

[bookmark: _Toc480396622][bookmark: _Toc480453106][bookmark: _Toc480479581]1.1.3一般规定性3：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
另一方面，资本积聚进而就导致了工人的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这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竞争。因为竞争促使资本积聚、协作规模扩大，进而导致“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footnoteRef:57]，于是协作不仅提高了工人个人的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作为集体力的生产力。[footnoteRef:58]此外根据一般规定性1，竞争的基础就在于量的规定，在这里确切地说就是以工作日来衡量工人的特殊生产力，而由于个人劳动具有了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所以这种特殊生产力又表现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这一过程可以还原为：工人个人特殊的生产力，在协作的劳动过程中并入了资本；于是工人成为社会工人，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 [57:  同上，378页。]  [58:  参见：同上，378页。] 


[bookmark: _Toc480396623][bookmark: _Toc480453107][bookmark: _Toc480479582]1.2工场手工业分工：
前述的“协作”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但只是一种简单形态的协作；其更为发展的形式之一就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这种协作的典型形态见于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以两种方式产生：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制成。或者：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佣。[footnoteRef:59]在马克思看来，工场手工业最重要的是其分工，但是要注意的是：(1)在这里，手工业还是基础，也就是说，熟练而非技术的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科学的分解，这一分解要等到自然科学的介入提升资本家的竞争优势后才得以完成；(2)这里体现的分工的优越性，是源于协作的一般规定性，而非工场手工业这种特殊形式本身。 [59:  参见：同上，390-391页。] 

可见关键问题在于，作为工场手工业这种特殊形式本身才具有的分工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试看以下两点分析：
[bookmark: _Toc480396624][bookmark: _Toc480453108][bookmark: _Toc480479583]1.2.1特殊规定性1：局部劳动
局部劳动是马克思论述的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第一个具体规定性，并且这一点被卢卡奇加以使用了。局部劳动形成的历史性过程是：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劳动过程中的不同操作逐渐分离为局部操作；局部操作又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专门的形式。[footnoteRef:60]这两个过程都极大地促进了竞争的发展。然而，在这种竞争发展的历史性过程中，“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footnoteRef:61] [60:  这直接导致了劳动工具的分化与专门化——既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也是创造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参见：同上：394-395页）；换言之，是机械化的一个必要前提。]  [61:  同上，393页。] 

局部劳动的形成机制则是：资本家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将社会上自然形成的手工业的分立，系统地在工场内部将之发展到极端，于是就在“实际上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footnoteRef:62]进一步说，“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专门的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footnoteRef:63]这一点与机器大工业时期自然科学分解劳动过程，以及机器发展到与人完全对立有着内在关联。 [62:  同上，394页。]  [63:  同上，393页。] 

[bookmark: _Toc480396625][bookmark: _Toc480453109][bookmark: _Toc480479584]1.2.2特殊规定性2：量的规则与比例性
在阐明了局部劳动之后，马克思以“劳动时间”为基础分析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第二个具体规定性，即量的规则与比例性——这正是竞争的基础。工场手工业内在地迫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这就形成了工场手工业较之简单协作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footnoteRef:64]极大地促进了资本家的竞争优势；进而，生产的前提——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就变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footnoteRef:65]工人必须服从这一规律，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但是，由于不同的操作需要不相等的时间，所以在相等的时间里提供的却是不等量的局部产品；因此，要使同一个工人每天只是从事自己的局部劳动，即同一种操作，那么不同的操作就必须分配给不同比例数的工人。最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量的规则与比例性的具体规定性就应运而生了——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的相对量，设定数学上固定的比例。[footnoteRef:66] [64:  同上，400页。]  [65:  并且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工场手工业的自觉原则，这一点间或发展了机器的使用。参见：同上，403页。]  [66:  参见：同上，400-401页。] 


[bookmark: _Toc480396626][bookmark: _Toc480453110][bookmark: _Toc480479585]1.3机器大工业：
在分析了协作的三个一般规定性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两个特殊规定性之后，我们将随马克思转入对机器大工业的论述，就此我将分析出其四个具体规定性。
[bookmark: _Toc480396627][bookmark: _Toc480453111][bookmark: _Toc480479586]1.3.1具体规定性1：劳动资料的客体化
我们须先指明工场手工业生产与机器大生产之间的本质区别，进而阐明机器大工业中劳动资料客体化的规定性。
对工场手工业生产而言，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这是所谓的“主观的分工原则”。相比之下，机器生产则把整个劳动过程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至于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则由自然科学，如力学、化学来解决。[footnoteRef:67]也就是说：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还是主观的，乃是局部劳动的结合；然而在机器大工业中，它具有了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并且这个客观的有机体，是直接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的。总之，劳动资料取得了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并且要求以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footnoteRef:68]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历史性过程中，一方面局部工人对劳动工具的使用引发了机器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出于竞争，局部工人不得不使自己的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而“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footnoteRef:69]；另一方面，机器的出现加剧了发生在局部劳动中的竞争。 [67:  参见：同上，437页。]  [68:  参见：同上，443页。]  [69:  同上，396页。] 

劳动资料一旦客体化为机器出现，便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其历史性过程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也就是工人和生产资料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后工场手工业分工使这种分工片面化了，也就是使工人成为局部工人，进行局部劳动，换言之，使工人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然而，现在这些工具由机器来操纵，于是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了，部分工人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footnoteRef:70]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了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这种形态随着普遍的机械化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footnoteRef:71] [70:  参见：同上，495页。]  [71:  参见：同上，497页。] 

此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种工人与机器完全对立的状态的形成。其历史性过程与内在机制正是竞争原则：法律强制资本家缩短工作日，于是资本家为了获得不低于之前的利润，不得不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因此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增大他们的劳动强度。[footnoteRef:72]正是这样，作为客体化了的劳动资料的机器与工人的对立，越来越发展至完全状态。 [72:  参见：同上，474页。] 

[bookmark: _Toc480396628][bookmark: _Toc480453112]
[bookmark: _Toc480479587]1.3.2具体规定性2：机器生产的可计算性
根据特殊规定性2，工场手工业局部劳动中的特殊工人的相对数量形成了一定的比例；与之相似，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不断地互相交接工作，也使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形成了一定的比例。[footnoteRef:73]这是可计算性的一方面。 [7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竞争原则要求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运用专门的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footnoteRef:74]于是在机器大工业中，“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footnoteRef:75]就是说，当作为客体化了的劳动资料的机器在劳动过程中被进一步分解为各个阶段、各个部分，并且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来刻画这些阶段、这些部分的规律以使它们好像具有了某种自然规律时，机器生产就是可预期与可计划的了，也就是说，是可计算的了。 [74:  参见：同上，531页。]  [75:  同上，559页。] 

不过，这还只是机器本身的、也就是纯客观方面的可计算性，还不涉及到主观方面的、也就是不涉及与工人及其社会关系相关的方面。而这方面的可计算性之根据在于剩余价值量的计算——这“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footnoteRef:76]资本家出于竞争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量，一方面，通过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来确定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通过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例确定雇佣工人人数。最终，在竞争中使用的这样的公式，像自然规律一样作用于工人及其社会关系。 [76:  同上，468页。] 

[bookmark: _Toc480396629][bookmark: _Toc480453113][bookmark: _Toc480479588]1.3.3具体规定性3：普遍机械化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错杂交织，都不能掩盖向真正的机器大工业转化的趋势（就好似合理化趋势乃是必然的），因为在竞争中这是资本家唯一的选择，韦伯曾表达过这一观点（参见“物的统治”一节），马克思更是举出了详细的实证证据证明这一点。[footnoteRef:77] [77:  参见：同上，第十三章第8节] 

在马克思的时代，蒸汽机意味着机器，所以他说：“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技术进步加剧了这一竞争，因为技术进步导致旧机器贬值，于是以低于工人或者说劳动力购买价格的资本家就能从中获利。正是这样，蒸汽机代替人在低级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向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具有决定性的变革作用，普遍机械化在竞争的推动下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并实现了。
[bookmark: _Toc480396630][bookmark: _Toc480453114][bookmark: _Toc480479589]1.3.4具体规定性4：工人劳动的形式化
    承上所述，一方面，机器与工人的对立发展至完全的状态；另一方面普遍机器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综上可见，机器并不能也没有使工人摆脱劳动，恰恰相反，“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footnoteRef:78]对此，其历史性过程是：在机器大工业中，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被迫为资本服务；[footnoteRef:79]于是，在生产过程中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并且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最终，“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消失了。”[footnoteRef:80]这便是工人劳动的形式化，肇始于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机械化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任何实质性内容，于是他们无法再依赖自己熟练的技巧（事实上，出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即使是熟练工人，也只有将自己一般化为非熟练工人才能参与竞争）；甚至说，它们只能“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footnoteRef:81]而不再是一个从事某种固定局部操作的完整的人了。 [78:  同上，487页。]  [79:  同上，418页。]  [80:  同上，487页。]  [81:  同上，557页。] 


[bookmark: _Toc480479590]2.论证：第一重内在勾连
需要注意的是，卢卡奇是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论述“物化”现象的；我将在此先对之加以说明，使其作为论证的一个前提（即文本前提），免得以后再述时陷入混乱。物化现象“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footnoteRef:82] [8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53页。] 

这种物化现象具体到现代劳动过程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则分别是：“在这方面（即客观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在主观方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footnoteRef:83] [83:  同上，153-154页] 

在此，我将先在第一重向度上，论证从马克思论域中的竞争原理，合逻辑地推论至韦伯思想构境中作为既定前提的合理化；而后在第二重向度上，我将基于卢卡奇的文本，对第一重勾连提出三个维度的论证，以期阐明在深层逻辑中，卢卡奇从马克思到韦伯之逻辑理路的合法性。

[bookmark: _Toc480479591]2.1从竞争到合理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韦伯的“合理化”是作为一个既定前提出现在他的思想构境之中的，确切地说，这是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直观观察，其理论根据仅仅在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然而这远远不能构成一个根据；总之，韦伯未就“合理化”是如何产生的进行阐明，那么，从马克思是否能推论出韦伯的“合理化”呢？或者说，马克思能否为韦伯的“合理化”提供一个历史性动力呢？比之在卢卡奇的文本中具体地勾连马克思和韦伯，在这里我将首先一般地从马克思的竞争原理推论至韦伯的合理化，而解题的关键就是内在于马克思所论的劳动过程之中的竞争原理。在马克思论劳动过程中，竞争本是无处不在的，而我将其主要归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从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再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过程之中，竞争作为一种内在动力推动了三个时期的渐次发展，在上文中我以竞争为线索串联了三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是证明。具体来说，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归因于竞争导致的资本积聚使得工人规模扩大，并使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就是说，量的规定的巨变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质的发展；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则归因于竞争导致的降低成本与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得机械化成为普遍必然的趋势。此外，马克思在“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这一节里特意强调了这一历史性过程。具体来说，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是在与机器的竞争中被消灭的；而残存的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迫于自身的竞争劣势，不得不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这最终引起了法律的约束，于是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就被加速了。
另一方面是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人与机器的竞争，这种竞争作为一种内在机制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合理化现象。就此而言，在机器大工业时期，竞争一方面体现在——表现为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公式之中，就是说，资本家只有根据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公式调整他的生产，才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进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竞争体现在机器与工人的对立中——机器与工人本就是相互竞争的，这种竞争发生在已经分割开来的，并由自然科学作为生产调节规律的生产过程中，进一步说就是局部劳动之中，在这里机器要么逐步取代了工人，要么使工人劳动形式化。
由此，在关键论证上我们可以推论出三点：一是竞争必然导致韦伯意义上的可计算性，具体来说，就体现在各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量的规定性——包括：一般规定性1、特殊规定性2、具体规定性2，具体规定性1（劳动资料客体化），以及一般规定性1（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之中，一切都成了可计算的，而它们的可计算性恰是为了服从竞争；二是竞争导致了工人劳动的形式化，也就是韦伯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具体来说就是在特殊规定性1（局部劳动）与具体规定性4（工人劳动的形式化）中，工人及其劳动在分工或机器生产中成为片面的与形式的；三是竞争导致了物的统治的两个现实运作方式（合理化分工、普遍机械化）起作用，并与另一个现实运作方式“竞争原则”表达了一致的内涵而又比之更丰富(参见第二章第3.3.3节)。至此，从马克思论劳动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竞争原理，就合逻辑地推论至了韦伯的“合理化”，就是说，马克思论域中的“竞争”，为韦伯思想构境中作为既定前提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动力；这是论证第一重内在勾连的关键之处，正是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在卢卡奇的文本中具体地勾连马克思和韦伯，还可以一般地从马克思的竞争原理推论至韦伯的合理化。
再具体观之，韦伯认为法律领域的形式合理化，是由资产阶级理性获利的本性所推动的，而资产阶级的理性获利正是在竞争中实现的。更为清晰的例证是韦伯关于经济领域和宗教领域的论述。韦伯在论述作为一种必然趋势的合理化时，曾自发地意识到了作为其历史性动力的竞争原理，他在阐明经济与宗教的相关领域中，实质合理化被形式合理化取代时说：“这种理性化的过程在所有地方不断地引发一个结果：那些不愿意学样照做的人只能停业破产……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崩塌了，大量的财富被制造出来。”[footnoteRef:84]就是说，资产阶级出于新教伦理观，在不断地进行理性获利——也就是在不断合理化的过程中，对其他人造成了巨大的竞争，迫使其他人不得不卷入这种竞争之中；然而，卷入竞争中的这些人并不遵循新教伦理观，确切地说，他们没有任何实质合理性的宗教伦理追求，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实质合理化的诉求，他们只要获利，于是他们便把形式合理化发展到了极致。[footnoteRef:85]然而韦伯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亦即未能看到作为合理化历史性动力的竞争原理。 [84:  同上，62页。]  [85:  韦伯甚至阐明了在以竞争为历史性动力的合理化过程中的资产阶级的具体表现：（1）根据货币计算的形式进行资本核算，进而调整自身的行为；行为本身必须成为一种手段。（2）要依赖资本运作的不断延续和经济行为的可持续性；这样一切便是可预测与可计算的了。（3）出现对形式上的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组织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这样的理性组织形式有三个特征：与固定市场相协调，生意与家庭分离，理性的簿记方式。可见：新教伦理观下的资本主义形式合理化体现为：把所有行为的基础建立在精确的可计算性之上，把精确的可计算性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之上，把自由劳动的现实性归为理性的劳动组织形式。而这些正是资产阶级出于竞争的表现。] 


[bookmark: _Toc480479592]2.2三个向度的论证：
除去一般地从马克思的竞争原理推论至韦伯的合理化，我们还可以在卢卡奇的文本中具体地勾连马克思和韦伯。确切地说，卢卡奇对现代劳动过程中的物化现象的论述，可归为一个一般规定性——可计算性，三个具体规定性——合理机械化[footnoteRef:86]、合理客体化[footnoteRef:87]、合理系统化[footnoteRef:88]。 [86:  德文原著为rationell mechanisierten（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 1977, 265）；英译为rationally mechanised（Geor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The MIT Press, 1971，90.）。]  [87:  卢卡奇将之用作为一个专有概念。德文原著为rationelle Objektivierung（参见：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 1977, 267）；英译为rational objectification（Geor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The MIT Press, 1971，92.）]  [88:  卢卡奇将之用作为一个专有概念。德文原著为rationelle Systematisation（参见：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 1977, 271）；英译为rational systematisation（Geor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The MIT Press, 1971，96.）] 

[bookmark: _Toc480396634][bookmark: _Toc480453118][bookmark: _Toc480479593]2.2.1可计算性与合理机械化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Ⅰ部分“物化现象”的第1节中开始论述“现代劳动过程”，关于这一过程，卢卡奇最重要的论述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footnoteRef:89]进而他分别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了两点论述。 [8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55页。] 

这里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卢卡奇在表层逻辑中援引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之后，在文本上似乎就直接转向了借用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确切地说，就是借助“可计算性”；换言之，卢卡奇在后半部分就转向了在表层逻辑中援引韦伯的思想。但是请注意，在这里卢卡奇看似是在表层逻辑中拼接了马克思和韦伯，然而，卢卡奇关于可计算性的论述，其实在深层逻辑中可以由马克思的思想推论出来；确切地说，卢卡奇在客观方面论述物化现象中的合理机械化现象时，他在深层逻辑中勾连了马克思和韦伯——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可以推论至韦伯的可计算性，进而卢卡奇将可计算性作为现代劳动过程中的物化现象的一般规定性加以使用。
试看客观方面：“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footnoteRef:90]这一思想援引自马克思。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协作时期，从手工业者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完整的，就是说，这些产品同时就是商品；而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分工所导致的“局部劳动”（特殊规定性1）破坏了这种产品本身的统一，就是说，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转化为商品的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至于机器大工业时期，情形如同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机器逐渐普遍地取代了局部工人（具体规定性3）。卢卡奇所论是指机器大工业时期，其前提是马克思所论的劳动资料的客体化（具体规定性1）。 [90:  同上，155页。] 

而这种作为客体的产品的分割，直接源于生产过程的分割；而生产过程的分割，即源于上节所述的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具体规定性2（机器生产的可计算性），并以特殊规定性2（量的规则与比例性）为前提。然而卢卡奇的表述却是：“在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作越来越合理的预先计算这种意义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footnoteRef:91]在这里，卢卡奇明显地直接“杂糅”了马克思和韦伯的说法。在这里它把韦伯的合理化，仅仅理解为形式合理化的第一个一般规定性，即可计算性（在这里包括可预期性）；在这一意义，马克思与韦伯异曲同工，他说：“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footnoteRef:92]就是说，在生产过程的分解上，马克思认为这种分解是出于“可预期”和“系统分类”的目的，这一目的即是韦伯意义上的可计算性。那么这一目的是何以可能的呢？一方面，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是一个既定前提（无论是在他本人的思想中还是在卢卡奇这里），所以韦伯并未给出这一目的形成的内在逻辑；反观另一面的马克思，他指出这种分割之可能性系于“专门的自然科学”取代“经验成规”。关于这一点卢卡奇则表达地略显模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footnoteRef:93]于是，一方面，卢卡奇不仅将可计算性归于生产过程的分割，而且还将之归于局部劳动的形成；进而在另一方面，他就不仅在专门的自然科学方面论述了可计算性的可能性，而且还基于分工的专业化阐明了这一可能性。所以，他就把韦伯的可计算性建基在了马克思关于局部劳动（特殊规定性1）和机器生产的可计算性（具体规定性2）这一基础上。 [91:  同上。155页。]  [92:  马克思：资本论，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59页]  [9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55页。] 

总之，在对以特殊规定性2和具体规定性1和3为前提的客观方面的论述上，一方面，在深层逻辑中，从马克思所论的“劳动过程”的具体规定性2，可以推论至韦伯的可计算性；另一方面，卢卡奇为了在之后的文本中阐明他关于总体与局部、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就预先论述了局部劳动与分工专业化的问题，尽管仍是援引马克思的思想，但是与韦伯的可计算性没有直接勾连的关系。但是，在马克思的思想构境中，局部劳动（特殊规定性1）与分工专门化，生产过程的分割（具体规定性2）与自然科学的专门化，确实是合逻辑地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仍可以说卢卡奇论述的深层逻辑中勾连了马克思和韦伯。
至于卢卡奇对合理机械化在主观方面的论述，则在一方面，以在深层逻辑中被推论出来的可计算性作为既定前提，在另一方面，又以客观方面的论述为先在根据，所以此时他已经杂糅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就是说，他对主观方面的论述只是或多或少地与二者类似，而没有在逻辑上勾连二者。
[bookmark: _Toc480396635][bookmark: _Toc480453119][bookmark: _Toc480479594]2.2.2合理客体化
卢卡奇对合理客体化的论述，直接承至其对现代劳动过程中的可计算性与合理机械化的论述，它们之间逻辑理路的演进在于：可计算性建基于一种严格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并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于是，“对于个人来说，所有‘物’的商品结构和它们的‘自然规律性’，却是某种现成碰到的东西，某种不可取消的已有之物”；[footnoteRef:94]进而，工人不得不自我客体化——作为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把自己想象为商品。[footnoteRef:95]这里所谓的“自我客体化”即是“合理客体化”。确切地说，合理客体化是卢卡奇从关于可计算性与合理机械化的主观方面的论述中推论出来的，这一点前提尤为重要。 [9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59-160页。确切地说，物化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的规律性以坚持商品的可计算形式，并使之永久化（参见：同上，161页）。]  [95:  这一点颇似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部分论述：“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50页。）] 

由是观之，尽管卢卡奇对合理客体化的论述，似乎是在表层逻辑中直接援引了韦伯关于合理化的部分论述；但是我们只要注意到，卢卡奇关于合理化的论述，在逻辑上，直接承至其对现代劳动过程中的可计算性与合理机械化的主观方面的论述；而主观方面的论述，则在逻辑上承至其对客观方面的论述；再具体到客观方面的论述，卢卡奇则在深层逻辑中勾连了马克思与韦伯（上文已证）。如此我们便可发现：卢卡奇对现代劳动过程中物化现象的论述，一方面有一条一以贯之的逻辑理路，另一方面则是其在开头处便已勾连了马克思与韦伯；当然，这一勾连在开头之后还尤其体现在方法论上。
就此而言，对韦伯来说，合理化首先是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出现的，换言之，不管韦伯的立场是什么，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的“合理化”都可以被运用[footnoteRef:96]；因为“社会学则主要关心的是类型，创造类型概念，从社会行动中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进程’里探索普遍的规则。”[footnoteRef:97]这一根据更为系统地表达在他的“理想类型”[footnoteRef:98]概念之中。综上，卢卡奇在援引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之后，转而是借助合理化这个分析工具、以之为方法论，进而构造自己的物化批判视域。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卢卡奇文本中找到最为纯粹的例证：“商品的商品性质，即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形式表现在这种性质最纯粹的形态中：因此，在物化的意识来看，这种可计算性形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footnoteRef:99] [96: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分析了世界上各个不同文化的不同领域中的合理化程度，尽管他总是强调只有资本主义才发展到了最高的合理化程度，并且合理化乃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换言之，合理化乃是他度量各个文化的不同领域的一把尺子。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资产阶级（或某种立场）不是论域的中心，合理化才是；正因为如此，只有研究合理化程度最高的文化及其各个领域，才能更好地研究合理化本身。就好像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 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 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43页。）]  [97:  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832页。]  [98:  参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比如，韦伯在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一章中写道“为了了解现实的因果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构造了非现实的因果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说，“合理化”本是一种认识现实性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了最高程度的现实性；就“合理化”本身作为可能性而言，则是价值无涉的。或者确切地说，“韦伯刻意去自觉地提升‘理想类型’的唯名性质，以便在论述中摆脱实质性的价值判断。”（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27页。）]  [9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61页。] 

综上，当我们对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进行更为精细的分析，并将之具体到卢卡奇的文本中之后，可以发现，正是在对现代劳动过程的论述中，卢卡奇勾连了马克思与韦伯，其逻辑理路合法性的根据之一得证。
[bookmark: _Toc480396636][bookmark: _Toc480453120][bookmark: _Toc480479595]2.2.3一个补充论证：合理系统化
上述论证聚焦在现代劳动过程这一论域，而这块论域还有其辐射之域，这就是经营手段和法律系统；其理论根据在于“要使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产生效果的前提成为现实，这种变化过程（指物化现象同它们存在的经济基础、同它们的真正可理解性的基础的这种分离——笔者注）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形式。这样，资本主义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footnoteRef:100] [100:  同上，163页。] 

这看似暗合马克思的观点，然而卢卡奇转而即是写道：“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内部首先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上。为了它的生存，它需要一种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它们的职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footnoteRef:101]如此看来，卢卡奇这是十分地道地援引了韦伯的思想（参见上文关于韦伯在“政治领域”与“法律领域”中对形式合理化的论述，具体则是基于可计算性的官僚制与形式主义的法律体系）。进而，卢卡奇将之归为“对生活的各种法律调节逐渐合理系统化”。[footnoteRef:102] [101:  同上，164页。此后卢卡奇继续强调：“放弃法律在内容上的合理性；他们只不过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形式上的计算体系，借助于此，一定行为的必然法律结果就可以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出来。”（同上，180页。）]  [102:  同上，165页。] 

这一论述在表层逻辑中是地道的韦伯形式合理化思想，而在深层逻辑中则可由马克思的思想——具体而言则是具体规定性1（劳动资料的客体化）和4（工人劳动的形式化）——推论而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了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这种形态随着普遍的机械化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并且，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种工人与机器完全对立的状态的形成。一方面，这种对立为工人劳动的形式化提供了可计算的基础，确切地说是为“物的统治”——客体化了的作为经营手段的劳动资料支配作为目的的工人本身——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系统化法律的形成在韦伯那里是出于形式合理化，到了卢卡奇这里则直接以法律的系统化为工具来刻画物化现象；而基于马克思的视域，系统化法律的形成——涉及法律之所以促进机器和工人完全对立的原因——则源于作为内在机制的竞争原则：法律强制资本家缩短工作日，于是资本家为了获得不低于之前的利润，不得不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因此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增大他们的劳动强度[footnoteRef:103]（具体规定性1）；这种作为内在机制的竞争原则在卢卡奇这里表现为：“现代企业形式由于有固定资本和精确的计算而对法律和管理的不合理性是极为敏感的”[footnoteRef:104]，换言之就是表现为必然形式合理化的经营手段与法律系统。这样，就在合理系统化中勾连了马克思和韦伯。 [10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474页。]  [10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商务印书馆，1999年，165页。] 


[bookmark: _Toc480479596]四、“抽象统治”与“物的统治”：作为相似机制的第二重内在勾连
除了在第一重向度的两个维度上，论证物化概念的第一重内在勾连，我还将在第二重向度上加以论证，具体来说就是阐明马克思“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和现实表现，与内在于韦伯“物的统治”之中的合理化机制及其外部表现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这种家族相似性就其否定性而言，说明在卢卡奇文本中，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并非是完全异质的；就其肯定性而言，则说明从马克思到韦伯的勾连是具有论证充分性的。
[bookmark: _Toc480479597]1.“抽象统治”——基于《1857-1858年手稿》的维度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第Ⅱ章货币章的[货币的产生和本质]这一节里，马克思直接指出“个人现在正在受抽象统治”。
在[货币的产生和本质]一节里，马克思是通过论述商品、货币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来解释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的。就其方法论而言，很难不让人想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应用：“货币的内在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商品相对立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footnoteRef:105]相比之下，黑格尔则说：“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它们的对立规定中认识到自身之统一，在它们的分解和过渡中包含着肯定。”[footnoteRef:106]这就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即无规定性的思想规定自身转变为对其他范畴的思想，对其他那些范畴的思想规定自身转变为对自我规定性本身的思想。[footnoteRef:107]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方法：“存在者的运动就是一方面转变为一个他者，并因此转变为它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把这个展开过程或它的这个实存收回到自身之内，也就是说，存在者使自己成为一个环节，把自己简化为一个规定性。”[footnoteRef:108] [1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0-101页。]  [106:  G.W.F Hegel: The Logic of Hegel, translated by William Wallace M.A.,ll.d,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2.]  [107:  参见：斯蒂芬·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丁三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4页。]  [10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33-34页。] 

尤其是当马克思说：“当这个产物最符合货币的‘纯粹’概念时”，便最后‘出现’在现实中。”[footnoteRef:109]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footnoteRef:110]正因为这种方法论上的一致性或相似性，马克思特意强调道：“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要弄清楚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footnoteRef:111] [1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2页。]  [110: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12页。]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1页。] 

就是说，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商品一般化为价值，[footnoteRef:112]确切地说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取得独立形态即是货币，货币本身是一种象征化的符号，于是，交换价值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符号。具体到交换价值，它由劳动时间决定，表现为一定的比例并且是可通约的；货币作为第三物就产生于其间，它作为商品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代表劳动时间本身，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112: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一般而言具有两重性——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可以说，马克思在这一节的论域中悬置了“使用价值”，而聚焦于“交换价值”。] 

马克思指出，生产越来越发展到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换言之，产品越来越在实际上成为交换价值；“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footnoteRef:113]于是，“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这里已经暗示了“抽象统治”。 [1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95页。] 

承上所述，一切产品和活动逐渐转化为交换价值；而这“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也就是说，“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footnoteRef:114]反过来，“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footnoteRef:115]于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们以物的依赖性作为自己的基础；换言之，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把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情形称作“抽象统治”。 [114:  同上，105页。]  [115:  同上，106页。] 

进而，我将分析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与现实表现，它们是一体两面的。
[bookmark: _Toc480396639][bookmark: _Toc480453123]
[bookmark: _Toc480479598]1.1内在机制1：社会分工
马克思强调：“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footnoteRef:116]这里所谓的社会性生产，它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社会分工，是作为社会活动的固定化的分工。 [116:  同上，95页。] 

在马克思这里，这种分工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其一，手段成为目的，并成为支配性力量；其二，手段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具体来说，工人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分工的基础，生产资料本是为满足作为目的的工人的需要而存在的手段，但是随着这种手段被资本家掌握，它就逐渐成为一种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东西；成为异己之物的手段取得支配权之后，转而成为工人劳动的目的，这样就“必然造成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异己性和奴役性。”[footnoteRef:117] [117:  唐爱军. 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揭示与批判[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03): 17-23.] 

[bookmark: _Toc480396640][bookmark: _Toc480453124]

[bookmark: _Toc480479599]1.2内在机制2：一般化与量化
即使对于具有二重性的价值而言：一方面，作为价值的商品是保持不变的（也就是在形式上是抽象的）、是一般的，进而价值使商品一般化了，抹去了它们作为产品的商品的自然形式，用价值的维度加以审视的话，它们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而存在，只具有一般化了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一切商品因此在质上是完全等同的，它们只有量上的不同，因此就可以按一定的量的比例互相计算和替换，也就是作为可以互相通约的数字比例存在。而卢卡奇又强调：“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footnoteRef:118]就是说，这里的商品不只是指经验意义上的交换之物，而且是指一切被计算的、被一般化了的、物化了的东西。 [11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51页。] 

具体到交换价值，其本身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footnoteRef:119]，当它取得自身独立的形态——即货币之后，它本身就会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于是就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就是说，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使一切商品一般化了，于是每一种商品在质上只是代表量上不同的交换价值。[footnoteRef:120] [1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7页]  [120:  参见：同上，100页。] 

总而言之，马克思总结道：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并列获得特殊的存在，即商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1）它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2）因而成为一般商品，它的自然特性消失了，（3）它的交换能力的尺度已经确定，即它与其他一切商品赖以相等的比例已经确定，就是说，它已成为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的商品，因为，要表现交换价值的一切差别，货币必须是可以计数的，在量上是可分的。[footnoteRef:121] [121:  参见：同上，115页。] 

[bookmark: _Toc480396641][bookmark: _Toc480453125]
[bookmark: _Toc480479600]1.3现实表现1：工人劳动抽象化
在马克思论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的形式化归因于工人和机器的完全对立，机器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而在抽象统治中，工人劳动的抽象化则归因于：劳动同商品交换，工人在交换中得到的是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客观的抽象以物的形式统治社会存在”[footnoteRef:122]，于是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工人越来越被抽象化”[footnoteRef:123]。进而，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亦即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只有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能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footnoteRef:124]可见，这里所谓的工人劳动的抽象化不完全等同于前述的工人劳动的形式化，前者并不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失去了实质内容，而是说，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都被一般化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并成为可计算、可通约的；而抽象的交换价值又客体化为货币，并在取得独立形态后以物的形式统治着社会存在，于是“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footnoteRef:125] [122: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80页。]  [123:  庄忠正.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批判[J]. 求实,2016,(07):31-37.]  [1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8页。]  [125:  同上，108页。] 

[bookmark: _Toc480396642][bookmark: _Toc480453126]
[bookmark: _Toc480479601]1.4现实表现2：拜物教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也就是说，人要想获得独立性，首先要依赖于物；要想过渡到自由个性，就要消解物的依赖性。这种物的依赖性就构成了一种抽象统治，进一步说就是三大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这里让我们聚焦于货币拜物教。[footnoteRef:126] [126:  因为在《手稿》中，马克思是直接从货币推论出“抽象统治”的。] 

交换价值客体化为货币而取得独立形态后，形成了抽象统治；“这必然导致物化颠倒即货币拜物教。”[footnoteRef:127]确切地说，就是“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为何如此呢？“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货币之所以能拥有社会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footnoteRef:128]于是对整个社会而言，人作为社会存在，本来依附于神圣形象，现在依附非神圣形象，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换言之，人们只信赖作为人们之间物化了的社会关系的货币，而不是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整个社会都表现为货币拜物教，就是说，“人们现在受抽象统治。”[footnoteRef:129] [127:  唐爱军. 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揭示与批判[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03): 17-23.]  [1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0页。]  [129:  同上，114页。] 


[bookmark: _Toc480479602]2.“抽象统治”与“物的统治”的家族相似性
我将从三个向度指出二者的“家族相似性”，尤其是在第三个向度上，因为从马克思到韦伯的逻辑理路之所以合法，不仅在于勾连二者的纽带——即现代劳动过程——是成立的；并在还在于，“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和现实表现，与内在于“物的统治”之中的合理化机制及其外部表现是相互应和的。
[bookmark: _Toc480396644][bookmark: _Toc480453128]
[bookmark: _Toc480479603]2.1理论前提：
马克思所谓的“抽象统治”与韦伯所谓的“物的统治”共享一个理论前提，即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
马克思不止在一个地方论述了这一分离，比如在劳动过程的具体规定性1中，他认为劳动资料取得了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并与工人形成了完全的对立；而在抽象统治中，这种分离是抽象统治内在机制1社会分工的前提，而社会分工又导致了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这样，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并最终演化为抽象统治；可见，抽象统治的前提仍可追溯至这一分离。韦伯同样在不同的论域中提出了这种分离；具体到物的统治中，乃是物的统治的必要前提（参见第二章第3.1节）。所以可以说，抽象统治和物的统治共享一个理论前提。
[bookmark: _Toc480396645][bookmark: _Toc480453129]
[bookmark: _Toc480479604]2.2本质形式：
正是因为共享“分离”这一理论前提，所以二者甚至在本质形式上也具有了相似性。这种本质形式在韦伯这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述，即“手段对目的的支配。”[footnoteRef:130]在韦伯这里，分离的一方——工人，是作为目的存在的；分离的另一方——生产资料，是作为手段存在的，随着手段作为经营手段被资本家掌握，它也就具有了支配工人的权力，也就是支配目的的权力。在马克思这里，在商品与价值的二分之外，他引入了第三物——货币，“货币内在的特点是……由手段变成目的”[footnoteRef:131]。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客体化后的独立形态的货币，其所反映的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于是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货币，成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物的依赖性所导致的物化颠倒和商品拜物教（参见抽象统治现实表现2），人们信赖货币而不是人本身，也就是说，手段支配目的。综上，尽管二者关于“手段支配目的”这一形式的论述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是就本质形式而言，它们是相似甚至一致的。 [130:  Max Weber：Weber Political Writings，edited by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84.]  [1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1页。] 

[bookmark: _Toc480396646][bookmark: _Toc480453130]
[bookmark: _Toc480479605]2.3内在机制：
承前所述，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和现实表现，与内在于物的统治之中的合理化机制及其外部表现是相互应和的，这是勾连马克思和韦伯的关键。
首先，物的统治的内在机制中的一般发生机制，即形式合理化，包含着两个两个一般规定性——形式主义（包括一般化）和可计算性，这一点与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2，即一般化与量化是一致的。当然，这先是就它们在抽象的形式层面而言的，二者的形成与现实运作方式看似还有差异。具体到卢卡奇的文本中：
卢卡奇在论述物化现象时，首先阐明的是马克思抽象统治具体机制2的一般内涵，“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footnoteRef:132]进而，卢卡奇开始论述现代劳动过程，承前所述，在现代劳动过程中，他直接在表层逻辑中援引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确切地说是可计算性内涵；也就是说，在这里，卢卡奇在表层逻辑中，从援引马克思抽象统治的思想，转而援引了韦伯的物的统治的思想。这种援引的合法性在于抽象统治与物的统治的家族相似性，但这种家族相似性，目前被证明的只有二者在一般形式层面上的相似性；另一个可能的论证理路是，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1推论出物的统治的一般定义——“手段支配目的”，但是正如前述，抽象统治下的“手段支配目的”，与物的统治的一般定义仍只是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更为具体与深层的相似性，须要转向对物的统治的现实运作方式的分析。 [13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54页。] 

物的统治的内在机制中，一个重要的现实运作方式就是合理化分工。分工必然朝着形式合理化的趋势发展，分工将越来越形式主义，直到使一般化了的工人的质的差异越来越小甚至消除，而他们在量上却又等同起来。同时，出于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在要求，分工会越来越专门化，这就导致工人越来越无法掌握他们的生产资料，尤其无法掌握是他们的生产产品；与这种局部的专门化相伴随的是，他们越来越彻底地从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中被分离出去，并为掌握这些手段的理性组织所支配，也就是受“物的统治”。而抽象统治的现实表现之一，即是工人劳动的抽象化，工人的产品或劳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也就是转化为货币，并且只有基于这种物的依赖性才获得自己的社会权力。正是这样，工人劳动的产品都被一般化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并成为可计算、可通约的，他们自身的质的差异也被抹平了。而抽象的交换价值又在客体化为货币而取得独立形态后，以物的形式统治社会存在；确切地说，这是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1造成的，社会分工使“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footnoteRef:133]就是说，一方面如韦伯所说，工人越来越无法掌握他们的生产资料，尤其无法掌握是他们的生产产品，他们越来越彻底地从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中被分离出去；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物的依赖性，受到手段的支配，直至这种物的依赖性完全掩盖人的依赖性。这就是抽象统治与物的统治在现实运作方式层面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说：“因此，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footnoteRef:134]卢卡奇指出了资本主义作为“第二自然”所具有的自然规律，一切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人，都受到这种“第二自然”的自然规律支配、统治，他们在这种自然规律中被物化，进而孤立化与原子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特殊的，恰恰相反，基于可计算性，它们被抽象地一般化了。正是在这里，卢卡奇在阐明基于可计算性的第二自然的自然规律时，同时将抽象统治和物的统治在现实运作方式上的相似性提出来了。 [1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95页。]  [13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59页。] 

最后一重相似性是它们的现实表现。在马克思这里具体表现为货币拜物教，在韦伯这里具体表现为经济强制力。就前者而言，人们信赖的是作为物的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而作为物的货币，就是物化了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所以在本质上它就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货币拜物教意味着物与物的关系已经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物的依赖性成为人的独立性的基础已经形成，于是“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footnoteRef:135]而就后者而言，简言之，“经济强制力”就是物质财富脱离了宗教伦理的意义，其本身作为一种手段直接获得了支配性力量。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化符号，是作为经验意义上使用的物质财富的抽象表达，所以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进而，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个人以货币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与韦伯所谓的物质财富本身作为一种手段直接获得了支配性力量，就具有了相似性。二者在现实表现上的这种相似性，被卢卡奇加以发挥，不过他是借马克思之口说出来的，就是说，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大段话：“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程度的颠倒和物化……”[footnoteRef:136]借这段话，卢卡奇试图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中，在经济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footnoteRef:137] [1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7页。]  [136: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62页。所引段落参见：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441-442页。]  [13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61页。] 


综上，我从理论前提、本质形式与内在机制三个向度出发，论证了“抽象统治”与“物的统治”的家族相似性；这种家族相似性尤其还在于二者内在机制的相互应和，所以在第三重向度，我尤其从二者的一般形式、现实运作方式与现实表现三个维度出发，进一步论证它们的家族相似性。至此，卢卡奇从马克思到韦伯的逻辑理路的合法性，亦即“物化”概念的双重内在勾连，得证。
然而，抽象统治与物的统治的家族相似性，尽管在一方面是对“物化”概念内在勾连的论证，在另一方面却又揭示了，卢卡奇从马克思到韦伯的逻辑理路的限定所在；进一步说，它暗示了卢卡奇思想的复杂性和“物化”概念的内在张力——对此，我们不得不强调一个理论前提：对“物化”概念的考察必须是多维度的。

[bookmark: _Toc480479606]五、结语
   “韦伯从普遍而又不可避免的‘合理化’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本质上中立的观点，但评价上的意涵却是模糊的；相比之下，马克思将他的解释基于普遍但可变的‘自我异化’这样一个明确的否定性概念之上。合理化或自我异化是资本主义根本意义的两个可替换的特征，也包含着现代科学的特征。”[footnoteRef:138] [138:  Karl Lö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Routledge, 1993, 48-49.] 

——卡尔·洛维特

本文的第二、三、四部分，首先从分析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入手，在区分了实质合理化与形式合理化之后，抽象出了“合理化”概念的第一重主要内涵——形式主义（包括一般化）与可计算性（包括可预期性与可操作性）；以及第二重主要内涵：物的统治——包括其必要前提、外部表现与内在机制（又包括一般发生机制与现实运作方式）。接着，基于竞争的视域，我串联了马克思对三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且抽象出它们各自的规定性，揭示了内在于马克思论劳动过程之中的竞争原理，并论证了马克思论域中的“竞争原理”可以作为历史性动力，合逻辑地推论至韦伯思想构境中作为既定前提的“合理化”——这是对“物化”概念第一重内在勾连第一重向度的论证，亦是论证的关键所在；至于第二重向度，在卢卡奇有关“现代劳动过程”论述中，我分别从合理机械化、合理客体化、合理系统化这三个维度出发，在深层逻辑中从马克思推论至了韦伯，具体来说是从马克思所论劳动过程的各个规定性，推论至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尤其是可计算性内涵。最后，在阐明马克思所谓的“抽象统治”的主要内涵，及其内在机制与现实表现后，我从三个向度——理论前提、本质形式与内在机制（又包括一般形式、现实运作方式与现实表现三个维度）——论证了抽象统治的内在机制和现实表现，与内在于物的统治之中的合理化机制及其外部表现的家族相似性；这是“物化”概念内在勾连的第二重向度。这样，我就完成了本文的所有论证，证成了卢卡奇在论述“物化”概念时，从马克思到韦伯的逻辑理路的合法性，亦即阐明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双重内在勾连。

但是，当我的这一证明完成并成立时，问题就全部迎刃而解了吗？或者说，卢卡奇从马克思到韦伯的逻辑理路就完全合法了吗？“物化”概念在这种条分缕析的考察之中就完备地呈现在我们之前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或许根源于哲学的追问精神；但具体而言，在卢卡奇的文本中还留存着一个极大的矛盾，确切地说，是“物化”概念理论构成的自我矛盾。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章的第Ⅰ部分“物化现象”的第3节，转入了对资产阶级现代科学的猛烈批判：卢卡奇将它们本身的发展视作是一种合理化，视作是形式主义的、是可计算的，更进一步，它们是局部的，而只有真正的哲学才是整体的；进而他指出要用一种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通过内部统一的方法对机械地专门化的科学加以改造。[footnoteRef:139]更为具体的是，卢卡奇指责这种资产阶级的科学正是造成“物化”现象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这些形式主义的、可计算的、机械地专门化的科学，造成了商品的抽象并使之进入人的意识之中，使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139: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81-182页。] 

然而，这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悖的。这种相悖首先直观地体现在马克思和卢卡奇对现代资产阶级科学的不同理论立场之上。卢卡奇的理论立场我们已经阐明，至于马克思，至少在劳动过程中，他的理论立场乃是肯定资产阶级科学的。然而卢卡奇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他对“抽象”的混淆，这与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方法是迥然有异的。在马克思的论域中，抽象有两种形式：“思维抽象”与“现实抽象”。[footnoteRef:140]科学作为理论的思维传统，其抽象乃是思维抽象；而马克思在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中所谈到的“商品抽象”与“交换抽象”则是“现实抽象”。二者的具体区别以及卢卡奇的混淆之处可以表达为：“经济学的价值抽象表面上与量化的自然知识的基础性范畴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在这两个完全异质的层面之间，我们连最低限度的内在联系也看不出来。自然知识的概念是思维抽象，而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现实抽象。”[footnoteRef:141]可见，卢卡奇正是在对商品以及价值（尤其是交换价值）进行分析时，混淆了“思维抽象”与“价值抽象”。 [140:  参见：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页。]  [141:  同上，10页。] 

也就是说，卢卡奇从马克思到韦伯之逻辑理路的完全合法性，面临的质疑之一就是，他对商品的分析在“抽象”上混淆了“思维抽象”与“现实抽象”。于是在马克思肯定代表“思维抽象”的资产阶级科学而批判代表“现实抽象”的商品形式和物与物的关系时，卢卡奇却将二者混淆并同样地加以批判了。这不仅是理论立场的相悖，更是理论分析的千差万别，在这一意义上，卢卡奇的逻辑理路在其逻辑起点处便要被批判性地质疑一番，而“物化”概念本身则因为卢卡奇对商品形式分析的方法论混淆，而显得更加复杂甚至混乱了。可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思想的复杂性与其提出的极具批判性的“物化”概念，都具有极大的内在张力。
然而，正如洛维特所说，马克思的“自我异化”思想和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就资本主义的根本意义而言，是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特征。这里的相互替代是一个看似准确实则暧昧的说法：一方面我们可以借抽象统治和物的统治的家族相似性来证明这种相互替代性，并且这种证明是肯定意义上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相互替代又意味着二者的不可勾连。
因此，对“物化”概念的分析将是多维度的，“卢卡奇在自己的作品中，成功地将这两个物化概念（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探讨的物化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探讨的物化）综合成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或许只是这两个物化概念的全部内涵中的一部分）。”[footnoteRef:142]而我在这里完成的论证，只是将卢卡奇“这一复杂理论的许多层面（不是所有层面），压缩成了一个十分微小的微观理论。”[footnoteRef:143] [142:  安德鲁·阿拉托：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孟丹译，衣俊卿主编：《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超物化的狂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34页。]  [143:  同上，34页。]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断定卢卡奇从马克思到韦伯之逻辑理路的合法性，而只能在一个层面（即使是多向度的）论证这一合法性，这正是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在张力所在。进一步说，我所论证的“物化”概念的双重内在勾连，不是对卢卡奇逻辑理路合法性的全部证明，亦不是对“物化”概念的完备分析；毋宁说，这只是一个层面的合法性的证明，亦只是对“物化”概念内在张力的一个揭示。仅仅只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
卢卡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韦伯的学生与好友，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援引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毫不奇怪；而当我们细致地分析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后，确实可以发现他们的诸多思想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有着暗合之处。这些似乎都在暗示我们三者的思想之间似乎具有某种相似性，然而这种相似性又是模糊而隐约的。卢卡奇显然在借助韦伯的“合理化”这个概念工具时，沿袭了马克思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进而就在自己的文本中，为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断定了其价值立场，这使韦伯的思想形象由矛盾与悲观转向了批判和否定。于是，当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双重内在勾连被证成时，马克思、韦伯与卢卡奇三者的思想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一致性。同样仅仅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马克思、韦伯和卢卡奇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已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观察。仅在这一意义上，本来马克思、韦伯与卢卡奇三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只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仍是模糊的相似性；然而本文通过在卢卡奇的文本中勾连马克思和韦伯，亦即论证“物化”概念的双重内在勾连，也就同时为三者的相似性，提供了一条清晰合法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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